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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国 “管辖海域” 并非单一的地理区域范围， 而是基于不同管辖权限划分的不同层

次范围的海域集合。 在不同的管辖海域中， 司法管辖权限的范围是不同的。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两个涉海管辖司法解释虽然对于通过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有积极

意义， 但仍然存在需要澄清和完善之处： 一是没有区分不同管辖海域的司法管辖权限和可受理案件

的范围； 二是暴露出部分与海洋司法有关的国内立法急需修改和完善。 例如， 我国国内立法强调领

土适用范围的不当， 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对国内立法地域适用范围的影响。 在今后

完善司法解释的同时， 国内立法应删除强调地域适用范围的条款， 以利于涉海案件的管辖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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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一）》 （以下简称涉海司法解释 （一）） 和 《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 （二）》 （以下简称涉海司法解释 （二）），① 自次日起施行。 涉海司法解释 （一）
明确了我国法院在管辖海域范围内受理案件的种类范围； 涉海司法解释 （二） 则明确了具体的

受案标准和条件， 以及部分案件中法律适用的裁判尺度。②

两个涉海司法解释的颁布和施行是最高人民法院重视海洋法治建设， 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以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重要体现，③ 也是落实我国在相关国际条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保障国内海

洋立法实施、 保护当事人在海洋活动中合法权益的必然结果。 其积极意义毋容置疑。 不过， 这两

个涉海司法解释也存在略显粗糙、 没有分类界定不同性质管辖海域内的管辖权范围、 司法管辖案

件范围不全面、 忽视国际私法的地位和作用等现象， 需要通过修改立法和进一步完善涉海司法解

释的方式才能真正发挥实际作用。

一　 “管辖海域” 概念的模糊性与司法管辖权的行使

涉海司法解释 （一） 第 １ 条将我国 “管辖海域” 界定为 “内水、 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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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大陆架，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如果单纯解释 “我国拥有管辖权的海域范

围” 本身， 这种定义范围并没有问题， 但两个司法解释不加区分地、 笼统以我国 “管辖海域”
作为一个整体范围来确定司法管辖权和讨论法律适用的背景平台， 则存在并不恰当之处。 这似乎

可以简化司法解释在管辖海域范围上的表述， 但同时给人的印象是： 只要是在我国 “管辖海域”
范围内， 不论是在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司法解释内所指的案件类型都可以受

理和管辖， 从而， 我国 “管辖海域” 成为一个在司法管辖方面无差别的统一整体。 但是， 这显

然与沿海国在领海、 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等海域中的权利范围不一致， 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规

定， 也与我国相关海洋实体立法的规定相悖。
根据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或简称 《公约》） 的相关规定， 从一国领海基线向

外， 在不同类型的海域内， 沿海国的权力是呈逐渐递减态势的。① 从完全主权到主权性权利、 再

到部分管辖权。

（一） 一国领海、 毗连区范围的司法管辖权

１􀆰 关于领海内的司法管辖权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２ 条 “领海及其上空、 海床和底土的法律地位” 规定： “３、
对于领海的主权的行使受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 该公约中并无限制沿海国管辖权的

内容， 仅仅是给予了他国船舶无害通过的权利。 至于沿海国领海范围， 公约也只是规定了从领海

基线起 １２ 海里的宽度， 一国的实际领海宽度由该国自行决定。 当然，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

国内立法主张了 １２ 海里的领海。
毫无疑问， 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沿海国在领海范围内享有完整的主权。 主权不

仅及于领海的海域、 海床， 还包括领海上空在内。 这也就意味着沿海国在领海区域范围内的司

法管辖权也是完整、 全面的。 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刑事、 行政、 民事或经济案件， 只要是领海范

围内发生的， 我国都享有司法管辖权。 当然， 这种管辖权不一定是排他的专属管辖权。 在部分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 当事人可以通过管辖协议约定在其它国家法院进行诉讼。② 由此， 其他国

家也可能获得对这部分类型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 就刑事犯罪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而言，
因不存在当事人可以约定管辖的问题， 我国法院拥有完全的司法管辖权。 从这个角度看， 在两

个涉海司法解释中提及人民法院在领海范围内的司法管辖权并无必要， 不具有澄清疑问的意

义。
如果两个相邻的沿海国领海主张区域存在交叉现象时， 即存在领海划界矛盾时， 可能产生司

法管辖权的冲突。 例如， 两个国家依据 １２ 海里宽度都主张对某一交叉海域的领海主权， 那么发

生在该交叉海域内的案件就存在两个沿海国之间的司法管辖权冲突问题， 可能会争相行使司法管

辖权。 当划界矛盾消失后， 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也就不存在了。 例如， 我国与越南在北部湾海域过

去曾存在领海划界的争议， 实践中难免会出现竞相行使司法管辖权的现象。 随着两国海上划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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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解决， 领海争议海域的司法管辖权冲突也就解决了。①

就个别联邦制国家而言， 领海宽度拓宽以后， 可能带来国内司法管辖权划分上的冲突和矛

盾。 以美国为例， 受 “主权在州” 的联邦制国家起源影响和宪法限制， 在传统的三海里领海范

围内发生的案件， 根据联邦与州的司法权限划分， 大部分案件由州法院管辖； 少量跨州案件

（如海事） 由联邦法院管辖。 １９８８ 年，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将美国领海扩展为 １２ 海里， 引发了美

国国内沿海各州边界是否也相应拓展到 １２ 海里， 以及州司法管辖权海域范围的争论。② 由于我国

是单一制的国家， 不存在上述情况引发的国内管辖权冲突问题。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依旧

行使原地域管辖海域范围内的司法管辖权， 除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调整。③

两个涉海司法解释中提到的案件类型主要分为刑事、 行政和民商事三类。 在刑事案件中， 只

提到了 “实施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犯罪”； 行政诉讼案件中

提到了海关进出境、 渔业生产与资源管理； 民商事案件中只涉及海损事故与损害赔偿、 海洋环境

污染损害赔偿等。 这是很不全面的： 虽然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不管辖其他类型案件， 但这

样的行文表述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认为在我国领海范围内， 司法管辖只涉及上述明确提到的案

件类型； 或者容易误导下级人民法院只受理上述案件类型。
事实上， 在我国领海范围内发生的一切类型的案件， 我国法院都有司法管辖权。 在领海范围

内， 也不可能只发生上述涉海司法解释所列明的几种类型案件。 例如， 在刑事案件方面， 领海内

也可能发生普通、 常见的刑事案件， 如抢劫、 盗窃等； 在行政管理方面， 也可能发生违反航行安

全管理的行政执法案件； 在民商事方面则更为明显， 海上运输纠纷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 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看， 对沿海国在领海范围行使司法管辖权的范围并无类型限制， 只是对经

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发生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附加了一定条件和限制。④

２􀆰 关于毗连区内的司法管辖权

首先， 从属地管辖角度看， 毗连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确定司法管辖权的海域。 其次， 从性质

上看， 毗连区不是一国的领土范围， 而是公海或者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
依据国际法， 沿海国在毗连区范围内， 对于当事人或外籍船舶在沿海国领土或领海范围内发

生的 “违反其海关、 财政、 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 行使行政执法权和司法管辖权。⑤ 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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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发生在沿海国领土和领海范围内， 但当事人已经离开该沿海国、 处于毗连

区海域范围内时， 沿海国仍然有权采取措施对其管辖和处理。 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发生在沿海国毗

连区范围内， 沿海国并不必然享有管辖权。 对于发生在毗连区范围的行为， 应当视同发生在专属

经济区内的行为， 根据有关国际法来确定沿海国是否有管辖权。 沿海国在毗连区内的管制权来源

于其在领土和领海范围的管辖权， 而不是毗连区本身。 这种管制权体现为采取行政或司法强制措

施的权力， 而非司法审判的权力。 因此， 笼统地将毗连区作为讨论司法管辖权的管辖海域并不准

确和恰当。

（二） 一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的司法管辖权

１􀆰 关于专属经济区内的司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是领海范围外， 邻接领海的一个海域。① 专属经济区是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 的一大创举， 对缔约国而言， 其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以及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

的权利和管辖权受该公约规定的约束。 依照该公约， 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水域和海床上的

自然资源， 享有以勘探、 开发、 养护和管理为目的的主权权利， 以及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 如

利用海水、 海流和风力生产等其他活动的主权权利。② 公约的立法目的在于指明， 虽然沿海国对

于专属经济区本身并不享有领土意义上的完整主权， 但对于该海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 （包括生

物性和非生物性） 及其开发利用活动享有主权性权利。 对于上述享有主权权利的事项， 沿海国

当然也拥有司法管辖权。
国际法层面的主权权利在国内法中意味着在立法、 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的体现和落实。 司法

权的体现当然是沿海国行使司法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涉海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案件主要也

是围绕海洋资源的开发、 利用、 养护和管理而展开的。 我国已经于 １９９８ 年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有权依照该法对我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经济活动进行行政管理

的政府主管部门包括农业部、 国际海洋局等机构。 在专属经济区内发生的自然资源开发活动可能

会产生经济纠纷， 以及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争议， 还可能发生相应的违法犯罪案件。 相应的司

法管辖权正是落实主权权利、 配套立法与行政执法活动的必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不仅赋予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

主权权利， 还专门将有关活动的管辖权也赋予了沿海国。 这些活动包括： （１） 人工岛屿、 设施

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 （２） 海洋科学研究； （３） 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③ 这些活动与自然资源的

勘探、 开发和利用可能产生经济上的关联， 也可能与沿海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利害关系。④ 外国在

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上述活动应当取得沿海国的同意， 遵守沿海国法律和规章制度， 接受沿

海国的行政管理和监督。 《公约》 将这些活动的管辖权赋予沿海国即是体现了沿海国对国家安全

的关注， 同时也是赋予沿海国积极参与海洋治理的义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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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其范围的界定参见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５５ 条。
同上注， 第 ５６ 条 （１） 款 （ａ） 项。
同上注， 第 ５６ 条 （１） 款 （ｂ） 项。
参见袁发强： 《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载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０２—２０３ 页。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权利的同时， 也将这种管辖的权利作为一种义务的形式

体现出来。



沿海国对上述三项活动的管辖权来源于国际公约， 而非国家主权。 从管辖对象看， 这种管辖

是一种以 “行为” 或者说 “活动” 为对象的管辖； 这种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在国内法上同样需要

通过立法、 行政和司法三个层面来落实。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涉海司法解释中， 只涉及到了与海洋

环境保护有关的污染损害赔偿纠纷， 未明确提及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建造与使用， 特别是未

明确提及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司法管辖。 不过， 涉海司法解释在制定依据的说明中明确提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的第 ３ 条

第 （２） 款明确了我国对上述三项活动的管辖权， 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一致。 因此， 对于因

从事上述三项活动而引起的刑事、 民事和行政案件， 我国法院也享有司法管辖权。 人民法院在处

理实际案件的过程中， 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积极受理因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上述三项活动而

引发的案件。
２􀆰 关于大陆架上的司法管辖权

大陆架上的司法管辖权范围与沿海国在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内的司法管辖权范围明显不同。 依

照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大陆架是指沿海国领海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部分， 由陆架、 陆坡和

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① 不包括上覆的海水区域。 对于这片淹没于海水中的陆地上的自然资

源， 沿海国享有勘探、 开发和利用的权利。 这种权利是主权性质的权利， 是专属的、 排他的。 由

此， 沿海国自然就拥有了相应的司法管辖权。 这种司法管辖权的特征表现为： 地域范围在大陆架

上； 自然地理范围为海床及其底土， 不包括海水区域及其上空； 管辖权所针对的案件范围是勘

探、 开发和利用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 对于因渔业活动而发生的争议不享有司法管辖权。
沿海国行使在大陆架上的管辖权可能存在以下情形： 一是一国的专属经济区与另一国的大陆

架在地理范围上存在交叉重叠时， 可能发生权利冲突和管辖权冲突。 《公约》 只是对两国间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分别发生冲突时有明文规定， 但对于一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与另一国的大陆架

发生交叉重叠时如何解决缺乏明文处理。② 当一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开发海底自然资源时， 可能

遭到主张大陆架权利的另一国的反对和抵制。 另一种冲突情形为， 对海床上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与海洋科学考察、 海洋环境保护活动有关。 《公约》 却并未明确赋予沿海国管辖海底科考活动以

及海底环境污染的权利， 只是对因铺设海底管道所引起的环境保护问题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的涉海司法解释没有专门针对大陆架的特点明确我国司法管辖的案件范围， 而

是将大陆架作为我国 “管辖海域” 的一部分， 笼统地规定案件审理范围， 这是不适当的。 事实

上， 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我国法院在大陆架范围内所能管辖的案件范围主要是与海床底土的勘

探、 开发和利用有关的案件， 而不包括渔业活动所引发的案件。 当然， 从案件性质上看， 这种勘

探、 开发和利用海底自然资源活动所引发的案件可以是刑事犯罪案件， 也可以是行政诉讼或商业

纠纷案件。 从扩张沿海国管辖权、 有效保护大陆架自然资源的角度出发， 也可以行使对海底自然

资源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损害的环境保护案件。 如果只是污染海水区域的环境保护案件， 则

没有司法管辖权。 至于船舶航行中因碰撞所造成的海损索赔纠纷， 沿海国不能因 “发生地” 在

大陆架行使司法管辖权， 而只能依据 “事故船舶最先到达地” “船舶被扣押地” 或者 “被告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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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７６ 条 “大陆架的定义”。
或许有学者认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已经规定了公平原则。 不过， 这种原则性规定很难在实际中得到自动执行，
往往不得不走向司法程序。 例如， 缅甸与孟加拉国在孟加拉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纠纷。 参见黄瑶、 廖雪霞：
《国际海洋划界司法实践的新动向———２０１２ 年孟加拉湾划界案评析》， 载 《法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８３—８４ 页。



地” 等管辖连接因素主张管辖权。 至于 “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的刑事案件， 只

有发生在我国领海、 专属经济区内时， 我国法院才有司法管辖权； 如果是发生在大陆架的地理范

围上， 但海水区域却不是我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话， 我国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

（三） “国家管辖海域” 与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近些年， 在国际海洋法语境下，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成为一个讨论热点。 这主要表现为

国际社会对深海海底资源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的关心。① 有关国际组织也已经多次组织讨论起草

有关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国际立法。② 所谓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自然是指按照现有国际法， 国家完全没有管辖权的海域， 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外的公海海

域。 从这个角度看， 似乎相对的概念就是 “国家管辖海域” 了。 不过， 用这样的表述来界定沿

海国国内司法管辖权并不恰当， 也不准确， 更不能发挥国内法的实际效果。
所谓不恰当和不准确， 表现为从国际法层面谈论 “国家管辖海域” 是可行的， 但在国内法

层面而言， 则太笼统和粗糙， 无法准确界定管辖权的范围和权限大小。 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不能

简单地以 “国家管辖海域” 来进行代替或简化。 首先， 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不是一个单一的

海域， 而是不同法律性质海域的集合。 如前所述， 在不同海域中， 国家的管辖权范围是不一样

的， 笼统讨论沿海国的司法管辖权， 会产生误解， 以为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 法院受理案件

的范围和权限是一样的。 其次， 一国国内司法管辖权与国际法层面的 “国家管辖权” 或者 “沿
海国管辖权” 也不是完全对应的。③ 司法管辖权仅仅指法院受理和审理相关案件的权限； 而国际

法层面的 “国家管辖权” 或 “沿海国管辖权” 则是立法、 行政管理与执法以及司法管辖的集合。
要充分行使国家管辖权， 就要精准行使司法管辖权， 明确在不同海域范围内， 一国可以行使司法

管辖权的范围、 类型和程度。 这自然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 而我国目前的国内立法并未跟上。④

否则， 国家有关司法解释将更多地表现为宣示性效果， 而非实际运用效果！
要维护国家权益， 还应当充分重视对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发生的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国际公约和习惯国际法已经赋予的普遍性管辖权， 如海盗犯罪、 恐

怖主义犯罪、 海损事故索赔纠纷； 二是与国家利益关联、 现有国际法并未明文禁止的事项， 如海

底文物科考与打捞、 专属经济区外海洋环境保护等。 “大国司法” 不应仅仅体现在民商事司法协

助方面， 还应体现在司法管辖权紧跟国家管辖利益方面。

二　 国内立法的领土适用范围条款与司法管辖权

如果国内立法限制自身的地域适用范围， 导致司法实践反而被束缚了手脚的话， 完全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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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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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苗壮、 刘岩、 徐靖： 《 〈生物多样性公约〉 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生物多样性问题研究》， 载 《中国海洋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０ 页。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ａｒｙ，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２７ Ｉｎｔ􀆳ｌ Ｊ􀆰 Ｍａｒｉｎｅ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 ４３５．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Ｎｏｔ Ｆｏｅ， Ｈｅａｆｅｙ， Ｅ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１４ Ｃｈｉ􀆰 Ｊ􀆰 Ｉｎｔ􀆳ｌ Ｌ􀆰 ４９３．
参见江国青： 《国际法中的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 载 《比较法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４ 页。
参见张相兰、 叶泉： 《论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船舶污染的立法管辖权》， 载 《当代法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５１
页。



要出台涉海司法解释。 现有两个涉海司法解释的出台除了宣示国家实际行使司法管辖权、 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外， 本身也说明我国立法在适用范围上的规定存在局限和不完善， 以至于最高人民法

院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澄清和扩充。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民事诉讼立法中的领土

效力条款， 与我国管辖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发生的司法案件实际不符； 二是有关实体法中

的领土适用条款限制了其在涉海案件中的适用。
在我国国内立法方面， 一个定式立法思维是习惯于在立法中规定法律、 法规的地域适用范

围， 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 × ×活动， 适用本法”， 或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

事 × ×活动， 应遵守本法” 等。 这看起来似乎是在维护立法的地域效力和国家主权， 实际结果

却限制了我国立法的地域适用范围。

（一） 现有地域适用范围条款的限制与立法误区

从我国立法的现状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及其他宪法性立法都没有地域效力限制的条

款。 有关行政立法也是如此。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 ３ 条规定： “行政许可的

设定与实施， 适用本法”， 并没有提到 “在我国境内行政许可” 的词语。 多数的经济管理立法也

没有界定地域适用范围的条款。 从诉讼立法看， 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都没有规定地域适用

范围。
明确规定了地域适用范围条款的立法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 等实体法， 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６
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 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８
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４ 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 必须

遵守本法。”
从上述立法现象可以看出， 在什么样的法律中规定地域适用范围条款并无规律可循。 也没有

上位法明确应当在哪种类型的法律或法规中规定地域适用范围条款。 凡是规定有地域适用范围条

款的立法， 相关学术界都围绕该条款开展过学术讨论， 提出过争鸣意见。 从部门法的对应性看，
行政立法与行政诉讼法都没有地域适用范围立法条款。① 刑法中规定了属地管辖条文， 而刑事诉

讼法中却没有。 民事实体立法与诉讼立法都规定了地域适用范围条款。 这不得不让人质疑立法中

地域适用范围条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这尤其体现在民商事实体法和诉讼法中。
从部门法性质看， 地域效力最明显的应当是行政法和经济法。 国家主权最直接的反映是行使

管理权， 然而， 相关立法却没有地域适用范围条款。 有关行政立法中没有规定地域效力条款是否

就没有维护国家主权呢？ 或者说， 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与行政诉讼中， 是否会适用外国的行政立法

和诉讼立法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不仅理论上推不出这样的结论， 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这样的

实例。
另一个现象是， 刑事实体立法规定地域适用范围， 而刑事诉讼立法却没有。 从现象上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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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国法院进行刑事审判在诉讼程序上只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 但却可能在定罪和量刑上适

用外国法。 这种表面的推理不仅不符合法理， 也不符合实际。 刑法同样是最能体现国家主权的部

门法， 一国不可能对只违反了他国刑法、 却没有违反本国刑法的被告进行管辖和审判。① 也许有

人认为， 刑法中规定地域效力条款意味着法院还可能适用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进行审判， 因而规

定地域效力条款是恰当的。 不过， 这仍然站不住脚。 因为， 适用国际条约的问题已经规定在刑法

中， 适用国际条约本身就是在适用刑法。
从捍卫国家立法与司法主权的角度看， 难以理解的是， 民事实体立法与诉讼立法均强调在我

国境内适用的必要性。 难道说， 民事比刑事和行政更能体现一国主权？ 最近， 在起草制定民法典

总则部分的过程中， 围绕民法总则是否需要规定地域适用范围条款的问题引发了民法学界与国际

私法学界的不同看法。 虽几经修改， 目前的草案中仍然保留了地域适用范围的规定：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守本法。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是否需要在国内立法中制定地域范围适用条款

从国际法层面看， 在一国享有完全主权的情形下， 其立法当然应当施行于领土范围， 完全没

有必要在每部单行法中不断地重申每部法律、 法规的地域效力。 立法的地域效力范围其实是立法

管辖权的效力范围问题。 在没有特别申明的前提下， 其效力必然及于国家的领土范围。 如果实际

上没有及于全国领土范围， 必然存在国际法层面的特殊情形， 例如， 该国部分领土尚未处于实际

统一状态； 或者， 由于条约的限制， 导致一国部分主权在部分领土上的让渡， 如租界范围内的领

事裁判权。 因此， 随意地在某些法律中规定地域适用范围， 而在其他法律中又没有规定的现象是

不符合逻辑、 不恰当的。
从诉讼法角度看， 不论是进行刑事、 行政还是民事诉讼， 一国法院都不可能按照另一国的诉

讼法进行。 司法诉讼程序是司法主权中最能反映国家主权的标志。 不论是民事诉讼法， 还是刑事

或行政诉讼法， 都具有强烈的公法色彩， 其效力范围应当及于国家管辖权实际所到之处。 所有公

法性质的法律都有明显的属地性， 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 这种属地性与领土并不必然挂钩。 在

传统的法学理论中， 一国公法的效力当然局限于其领土范围内， 但这只是在一般情形下。 在现实

中， 一国公法还可能溢出领土范围或收缩于领土范围内。 例如， 二战以后， 美国依据国际法上的

托管， 对太平洋部分岛屿的进行占领和管辖。② 美国对这些岛屿并不享有主权， 但拥有管辖权，
因而其联邦立法在这些岛屿上施行。 又如， 在我国一国两制的背景下， 存在多个法域。 除宪法和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法律施行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③ 其他公法和私法并不适用于这两

个特别行政区。 所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或者 “境内” “从事民事活动” “适用本法”
或者 “应当遵守本法” 的立法表述并不符合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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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１０ 条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 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虽然经过外

国审判， 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 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可见， 没有适用外国

刑法的可能性。
例如， 太平洋上密克罗尼西亚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德国的殖民地， 一战后成为日本的委任统治地。 二战以后

由美国占领。 １９４７ 年， 安理会通过决议将该地交由联合国托管， 美国是唯一管理当局。 １９９０ 年，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决议， 结束了该地区的托管状态， 密克罗尼西亚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ａｉｋｅ􀆰 ｃｏｍ ／ ｗｉｋｉ ／ ％ Ｅ５％
ＡＦ％８６％Ｅ５％８５％８Ｂ％Ｅ７％ＢＤ％９７％Ｅ５％Ｂ０％ＢＣ％Ｅ８％Ａ５％ＢＦ％Ｅ４％ＢＡ％９Ａ，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
参见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附件三。



法律的施行与其在个案中的适用或遵守并不完全等同。 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不是普通

立法表述中的宣示就能解决的。 同样的， 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与国内法在个案中的适用也不能划等

号。 法律的施行是整体的、 概括的。 其效力范围并不必然体现在立法自身的表述上， 更应体现在

实际的运行中。 单纯的宣示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 如果需要特别宣示某部立法的地域效

力， 也不应是民事立法和民事诉讼立法， 而应当是在宪法或宪法性的法律中。 普通单部法律中的

宣示和重申不仅不能树立该法的权威， 反而有损于法治的统一性。
在立法中强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 × × 活动， 适用本法”， 或者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从事 × × 活动， 应遵守本法” 等的表述模式还有限制该立法在我国境内适用的可能。
从法理学角度看， 法律不仅仅规范行为， 还调整相应的法律关系。 在实际生活中， 行为的场所与

法律关系可能涉及的当事人所处地理位置之间并不完全统一。 当立法表述为该法适用于某种活动

或行为时， 实际上就限制了该法适用于相应法律关系的情形。 如果某项活动发生于我国境外， 而

其法律关系的中心却在我国境内， 或者法律后果及于我国境内， 那么就存在适用我国法律的需要

和可能。 这是一个国家主张立法管辖权的内在动因之一。 国家存在行使立法管辖权的利益驱

动。① 例如， 我国刑法第 ８ 条规定： “ 【保护管辖权】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 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可以适用本法， 但是

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可见， 单纯以从事什么活动作为界定法律地域适用范围，
可能导致立法实际适用范围缩小的现象。 我国刑法通过 “保护管辖权” 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这种缺陷， 其他法律则缺乏相应的完善措施。

（三） 如何看待国内民商实体法中的地域效力条款

我国 《民法通则》 第 ８ 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目前， 我国正在起草制定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 （草案） （二次

审议稿）》 第 １２ 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法

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在民法学界看来， 规定凡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一律适用

我国法律， 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体现； 仿佛不做此规定， 就不能体现民法的权威。 这其实是一种定

式思维的习惯使然， 并非具有科学性和必要性。②

从我国享有主权性权利和管辖权的地域范围看， 我国立法的地域效力不仅仅及于领域范围

内， 还会施行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因此， 立法宣示领域效力不仅没有起到维护领土主权的作

用， 反而局限了我国立法的施行范围。 这可能是民法学界没有想到的。 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范围也可能发生民商事案件， 如海底石油勘探开发合同纠纷、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侵权纠

纷， 特别是还可能发生物权方面的纠纷， 如围绕海洋石油钻井平台、 海上移动设备， 以及岛礁的

使用权、 养殖场经营权等方面的纠纷。 这些都需要通过民商事实体法予以解决。 只强调在 “我
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才适用我国民法， 必然导致这些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的案件

难以适用我国民法。 这与国家立法利益和国家主权、 国家管辖权的行使不符， 是自我限缩地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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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利雅： 《立法管辖权对冲突法的影响》， 载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４—１０５ 页。
参见袁发强： 《从国际私法看民法典的适用范围》， 载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２０１５ 年卷），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４１—４２ 页。



力的表现。
或许， 有人认为， 立法规定在我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我国民法， 并不能推出领域外部的

民事活动不适用我国民法的结论。 例如， 外国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 也可能依据国际私法

最终适用了我国民商事实体法。 不过，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外国国际私法立法发挥作用的结

果， 而不是我国立法直接实施的情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立法中已经说明 “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意思是根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或者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 在我国领域内发生

的民事活动也可能不适用我国民法。 这就解决了国际私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如果将这两种看法

结合起来， 实际上显示出立法制定这种条款完全是不必要和不恰当的。
纵观我国百年民法立法史， 当前民法草案中民法地域效力的规定并非从来就有， 而是上世纪

６０ 年代极端排外时期的历史陈迹。① 如前所述， 法律的地域效力与其在个案中的适用不是一回

事。 我国民事立法中的地域适用条款存在两大错误： 一是在立法的地域效力范围上， 缩小、 排除

了在我国管辖海域的适用； 另一错误是扩大了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民事活动的适用， 即， 要求发

生在我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都要适用我国民法是不恰当的。
涉海司法解释应当对在我国管辖海域的法律适用， 尤其是民商事实体法的适用做出适当回

应， 以弥补民事立法的缺陷。 在涉海司法解释 （二） 中， 仅仅就刑法、 渔业法两部实体法和刑

事、 民事、 行政等诉讼法的适用进行了解释， 丝毫没有涉及到民商事实体法的适用问题。 这进一

步让人对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管辖案件的类型范围产生错觉， 似乎法院只管辖明文提及的案件，
同时所适用的法律仿佛只涉及到明文提及的实体法， 而一般民商事实体法如何适用被忽略。

三　 涉海司法实践促进国内立法修改

应该看到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出台涉海司法解释反映出国内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的

客观现象。 受制于立法规划这种要求客观符合主观的矛盾现象， 以及 “成熟一部， 制定一部”
的惯性思维，② 与海洋有关的立法不能适时跟上司法实践的步伐。 另外， 在立法过程中， 受学界

专业分工所限， 不同专业学者能够参与到同一部法律之起草讨论中的机会很少。③ 这就造成我国

司法解释不得不略微带有 “造法” 功能， 而不是纯粹地解释已有法律、 法规。 这虽然不符合理

想中的法治状态， 但却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 并对于推动立法制定进程、 加快立法修改有积极

意义。

（一） 与涉海司法管辖有关的程序法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涉海司法解释都没有能够解决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案件的地域管

辖和级别管辖问题。 从地域管辖角度看， 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分到具体的区县以及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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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庆坤： 《我国民法地域效力立法之检讨———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８ 条第 １ 款为中心》， 载 《法商

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５８—１５９ 页。
参见李林：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载中国法学创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ｏｌａｗ􀆰 ｏｒｇ􀆰 ｃｎ ／ 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ｉｄ ＝
４１０６，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虽然现在流行立法的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但在某一部具体法律的制定过程中， 相关专业的法学者很难吸取其他专业

学者的建议。



单位不仅有技术上的难度， 而且也不适宜。 首先， 从技术角度看， 我国国内行政区划并没有统一

的划界方法和标准。 不能将沿海不同区县之间的分界线延伸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 因此， 对

于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的案件， 很难从地理坐标上认定发生在哪一个区县。 其次， 从司

法保障能力和司法水平角度看， 区县一级法院和检察院也无处理遥远海洋案件的财政经费保障和

业务人员保障。 不论是刑事案件， 还是行政或民事案件的审理都可能涉及到国内立法和国际公约

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需要司法人员具有更高的业务素质和裁判水平。
从刑事司法活动角度， 我国区县一级的公安警察机构并不负责海上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有

关海关警察队伍和海上武装警察队伍实行的是垂直的管理， 并不隶属于地方行政司法。 这样， 在

公检法的侦查、 起诉和审判方面存在对口衔接问题。 如果将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的

刑事案件， 提高到中级检察院和法院层面， 更有利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进行。 特别是， 对于海

盗犯罪、 海洋环境污染犯罪、 海上走私犯罪、 海上毒品犯罪、 海上恐怖活动犯罪等类型的犯罪活

动， 区县一级司法机构明显不合适， 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 已有学界讨论赋予海事法院刑事管辖

权，① 这或许是一个办法， 不过， 这需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 而不简单是通过司法解释来完

成。 因为， 即使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 也无法解决检察机构的调整问题。
从行政诉讼角度看， 最高人民法院刚刚通过调整管辖的规定， 解决了海事法院审理部分海上

行政诉讼案件的问题。② 相对于刑事诉讼而言， 行政诉讼的调整要容易一些，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内部调整即可解决， 无需刑事诉讼那样的公安、 检察配套跟上。 不过， 该规定对于海上行政案件

的范围规定比较狭窄， 没有涵盖所有可能发生在海上的行政争议。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 所指的海上行政案件受案对象为 “海事行政机关”， 这主要是指

有关海上安全管理、 航运管理机关， 并不包括渔业管理机关、 能源管理机关、 环境管理机关、 海

关公安、 海上武警等。 对于这些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或者行政许可， 当事人如果提起行政诉讼，
并不在海事法院管辖之列。 本文中涉及的最高人民法院两个涉海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明确这些行政

诉讼案件应当由哪个法院管辖的问题。 如果单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管辖效率、 保障行政审判质

量和水平角度看， 将这些案件归并到相应的海事法院管辖也无不可。③

从民商事诉讼管辖看， 也存在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盲区。 如果是以 “物之所在地” “行为

发生地” 或者 “合同履行地” 作为管辖依据， 那么发生在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范围的案件应当

由哪个法院管辖也是不明确的。 从行政区划角度讲， 我国并没有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配属

到具体的地、 县、 区。 因此， “行为发生地” 或者 “合同履行地” 的管辖法院也不好确定。 当

然， 海事海商案件并不在其列。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及有关司法解释，
海上航行和运输中发生的民商事案件由专门的海事法院管辖。 各海事法院之间在管辖水域上的分

工也是明确的。
一个与级别管辖有关的问题是， 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的案件是国内案件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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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在大连海洋大学召开了 “涉海刑事案件管辖制度改革研讨会”，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有关海

洋法、 海商法、 刑法方面的学者就海事法院管辖海上刑事犯罪案件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 另参见赵薇： 《赋予海事法

院刑事审判权之正当性分析》， 载 《法治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１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 ［２０１６］ 第 ４ 号 《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
本文无意赞成将海事法院变成一个全方位受理涉海案件的管辖法院， 仅仅从有效管辖和审理海洋行政诉讼案件的角

度提出这一看法。



“有涉外因素的案件”？ 这个问题会导致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有所不同。 过去， 在判断 “涉外因

素” 时， “境内” 或 “境外” 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 立法中使用的是 “领域内” 标准。 如果

严格按照定义，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很难算是我国领域。 因此， 立法中相应条款应当修改或删

除。 最高人民法院也应通过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例如， 在司法解释中规定， 不能简单以

“物之所在地” “行为发生地” 或者 “合同履行地” 发生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定性为

“涉外案件”。

（二） 与涉海案件法律适用有关的实体法问题

与民事立法的情况相同， 我国现行刑法立法的地域适用条款不适应我国海洋权益维护的现

状。 以 “领域内” 标准作为适用我国刑法的地域适用标准忽视了我国对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性

权利的事实。 随着专属经济区内海洋开发活动日益发展， 有关海洋经济犯罪案件将会呈增长趋

势。 涉海司法解释 （二） 注意到了这一现实， 在该 “规定” 第 １ 条说明制定的根据之一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将我国刑法的地域适用范围直接扩展到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不过， 涉

海司法解释中只提到了个别犯罪种类， 如非法捕捞、 收购、 运输海洋野生动物犯罪和破坏海洋环

境犯罪。① 发生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普通经济犯罪案件是否直接适用我国刑法并不明确。
另外， 对于我国依据国际法享有刑事管辖权的案件， 刑事立法仅仅以 “适用本法” 而一笔

带过， 也是不恰当的。② 我国国内刑法在具体犯罪罪名和量刑上并没有与国际法衔接。 国际法中

的海盗罪、 劫机罪等一些罪名在国内刑法中被拆分成了其它罪名。③ 这并不利于威慑和打击相关

海上犯罪活动。
在行政管理法律、 法规方面， 有关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基本法律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例如， 海

上渔业养殖场的设立和审批主体、 渔业与航行的协调管理、 海洋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

多头管理的现象。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海洋利用开发的行政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的权限划分

不明确等。④ 在海运行政管理方面， 现有海上运输管理法律制度仍然建立在以港口为基点、 以船

舶国籍为对象的基础之上。 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管理法律制度急需加强， 以适应航运管理与经济

开发协调的现实形势。 这些都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和审理带来困难。

结　 语

最高人民法院近两年来密集出台的涉海司法解释对于我国加强海洋司法管辖， 以司法管辖和

审判维护国家主权， 促进国家海洋权益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 但要切

实体现海上司法主权， 还应借鉴外国司法经验， 充分重视将海洋司法管辖权落到实处， 跟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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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违反边境管理的犯罪与领海有关， 不涉及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９ 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 适用本法。”
参见黄立： 《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衔接———以海盗罪为研究样本》， 载 《法学杂志》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６ 页； 另见

童伟华： 《海盗罪名设置研究》， 载 《海峡法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７—７８ 页； 邬明安： 《劫机犯罪的概念、 构成特

征与刑事责任比较研究》， 载 《法学评论》 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１ 页。
目前， 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中都有海洋管理方面的立法内容， 但二者在管理事权方面的划分并不明朗。



司法解释的实际运行效果， 及时修改和完善现有司法解释， 细化不同海域司法管辖的案件范围。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充分发挥立法建议功能， 加快立法修改进程。 只有这样， 才能发挥司法

解释指导涉海案件管辖和审判的实际效果， 促进我国海洋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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